
“心理二重区域”与中国的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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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 re survey is int roduced from the w estern soci-

eties.Such kind of the method is more suitable fo r the western culture of direct expres-

sion or di rect interaction.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meets troubles w ith the

problems of “ two psychological areas” in China.The author argues , comparatively speak-

ing , larger psychological areas of the Chinese are closed areas that would no t open to oth-

ers.Most Chinese prefer to express their ideas in indirect ways.We can find the prob-

lems of “ tw o language sy stems” ,“ two record sy stems” ,“ lost of ego” and “whole collec-

tive at titudes” in the Chinese daily life.Therefore we must modify the questionnaire

method when we apply it in China' s situation and the author present some suggestions

to solve the problems.

近些年来 ,问卷调查的方法在中国开始普及起来 ,许多重大的社会学研究课题 ,也都是建

立在用问卷收集数据的基础之上。笔者自 80年代中期以来 ,也着实完成了不少问卷式调研 。

积十余年之经验 ,笔者以为 ,在中国做问卷调查的最大难题就是频频遇到人们的相互冲突的

“心理二重区域”现象 ,或说俗了就是“说假话”的问题。

所谓 ,“心理二重区域”现象 ,就是说 ,人们的心理存在两个区域 ,一个是可以对外公开的区

域 ,另一个是不对外公开的 、保守秘密的区域 。这样 ,就存在两重自我 ,一重是可以对外公开的

自我 ,另一重是不对外公开的自我 。其实 ,两个心理区域的现象在人类是普遍存在的 ,人们总

有个人的隐私要保守秘密 。但是 ,一般的情况下 ,这两种心理区域并不是处于矛盾对立的状态

下 ,因此 ,一般不会对于填答问卷造成障碍。对于喜欢直来直去的民族来说 ,往往第一个区域

比较大 ,第二个区域比较小。相比较而言 ,中国人的心理二重区域现象显得更为突出 。其突出

性在于 ,两个心理区域常常有重大差异 ,有时甚至处于完全互相对立的状态 ,比如有意识地说

假话 。此外 ,中国人不公开的自我部分往往要更大些 ,而公开的自我部分往往更小些 。

为了进一步阐释这种特殊的心理二重区域现象 ,笔者特将以往调查中遇到的问题归纳为

以下六种类型:

第一种 ,掩盖事实欺骗对方。掩盖事实的具体内容会是多种多样的 ,这里仅以收入调查为

例。在调查对方的收入水平 、家庭经济状况 ,常遇到的情况 ,一种是“装穷” 、“藏富”。在中国人

的观念中 ,长期以来 ,富裕是与资本主义 、剥削相联系的。这样 ,一些人虽然富裕起来了 ,但惟

恐别人知道 ,于是在别人面前装穷 ,他们认为 ,说穷不惹事 ,说富招是非。他们明明收入比较高

却填答收入较低 ,在调查完以后还惴惴不安地问:“不知你们填了有什么用 ,搞不好以后脱不了

身” 。比如 ,1998年一项对于中国企业家收入的问卷调查 ,企业家们自填月收入的平均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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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0元 ,熟悉国情的人都会知道 ,这个数字显然大大低于企业家的实际收入(李强 ,1999:37)。

另一种是“显富” ,这些人生活上并不富裕 ,但是却总在别人面前显示富裕 、富有 ,究其原因 ,除

了一般好面子外 ,还有经营上的原因。一个人越显得富有 ,则人家越会认为他有较强的偿还能

力 ,从而愿意将钱借给他 ,反之则借不到钱。当你询问他们的收入时 ,明明收入较低却回答收

入较高。所以 ,要想通过问卷的方式了解中国居民的收入情况是异常困难的。

第二 ,两套话语体系 。长期以来 ,中国的政治生活 、社会生活中已经形成了两套话语体系 ,

一套是在公开场合 、会上讲的;另一套是在私人场合 、会下讲的。这两套话语体系的最典型时

期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 ,那时候 ,在公开场合如果说错了话是会引来杀身之祸的 ,所以为“避

祸”起见 ,人们在一切公开场合说的是一套“标准的政治术语” 。“文化大革命”以后 ,虽然这套

话语体系不那么流行了 ,但是 ,可能是由于话语体系的“路径依赖”的原困 ,两套话语体系的现

象依然存在。当然 ,两套话语体系的比例发生了变化 ,人们更多地是可以在亲属之间 、朋友之

间 、同事之间轻松地讲话了 ,一般不用担心被“揭发 、检举” ,因为 ,文革中的那种亲友间的揭发

检举在“文革”以后受到了普遍的“厌恶”和“唾弃” 。但是 ,一旦遇到了“政治学习”的场合 ,一旦

有领导在场 ,人们还是习惯于讲一些标准的政治术语 ,这时候 ,会议语言的话语体系就派上了

用场 。问题是 ,在进行问卷调查时 ,我们要确认人们用的是那一套话语体系 ,并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情。一般说来 ,入户问卷调查 ,是在家庭里进行的 ,似乎人们应该用的是私人的话语体系 。

但是 ,也不尽然 。特别是在回答一些有政治色彩的 、有关形势判断的 、有关政府政策的问题时 ,

人们还是习惯于使用标准的会议语言话语体系 。有时候 ,被访者也使用私人的话语体系 ,但

是 ,家里其他人常常会提醒他 ,说:“喂 ,你这样说不行呀 ,要和国家政策一致嘛!”在中国的实地

调查 ,常常是有“他人”在场的 ,比如 ,在农村调查常常有村里的干部在场 ,这时候 ,被访者就常

常自觉不自觉地操起了会议话语体系来回答问题;在城市里 ,由于治安的原因 ,生疏的调查员

已经很难入户了 ,我们常常要借助于居委会干部的帮助才能入户调查 ,而当居委会成员在场

时 ,被访者也常常使用会议的话语回答问题。然而在分析这些问卷时 ,我们却无法知道被访者

用的是哪一套话语体系。

第三 ,内外有别 。这里的“内”是指国内 , “外”是指外国人 。由于长期闭关锁国的影响 ,人

们习惯于在中国人内部讲一种话 ,对于“老外”讲另一套话。今天 ,中国居民与外国人的接触多

起来了 ,商业上 、研究上的信息交流愈来愈频繁 ,但是 ,面对蓝眼睛 、黄头发的种族 ,总免不了异

类之感。特别是 ,长期流传的“里通外国” 、“偷听敌台” 、“收集情报”等政治标签使人们在与外

国人打交道时自觉不自觉的产生心理防御。所以 ,如果是外国人作问卷调查 ,老百姓们自然会

用“糊弄老外”的那种方法来对付他们的 。

第四 ,失去自我。一个人长期处于冲突的心理二重区域的状态下 ,久而久之 ,内在区域会

越隐越深 ,外在区域会形成一种本能反应。在回答任何问题时 ,都会先用外在区域作应付 。这

样 ,在做问卷调查时 ,你会发现 ,被访者完全是在用一套“官方说法”在回答你的问题。这样的

被访者 ,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是自己的观点 。他们并不是想有意识地欺骗你 ,只是觉得

应该这样回答 ,因为 ,他们认为多数人都会这样回答的 。至于自己的观点是什么并不重要 。比

如 ,笔者在做某农村地区的移民问卷调查时 ,第一个问题是“您愿意搬迁吗 ?”绝大部分人的回

答是“愿意搬迁” ,但是 ,随着谈话的深入 ,笔者发现多数人其实是不愿意搬迁的 。笔者就问他

们 ,为什么一开始回答“愿意搬迁” ,他们说:“因为搬迁是上面要求的 ,不搬不行呀!”于是 ,笔者

就仔细询问他们 ,结果发现多数人的观点是“当然不愿意搬了 ,哪个愿意搬呢 ?”笔者进一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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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 ,为什么内心深处是不愿意搬 ,嘴上却回答愿意搬 ,他们回答说:“说不愿意搬也没用呀!”

所以 ,对于这些被访者来说 ,他们自己已经完全忽略掉了自己的观点 ,完全失去了自我 ,他们认

为自己内心深处的意愿是没有用处的 ,还是“官方说法”管用 ,所以就用官方说法回答问题 。

第五 ,与上面第四点“失去自我”相联系 ,还有“个体本位”与“集体本位”的问题。西方社会

是一种以个体为本位的社会 ,问卷调查 ,特别是其中的态度测量就是建立在这种个体本位基础

之上的 ,它的前提是每一个个人的态度都有差异 ,把每一个个人的态度累积起来形成群体的一

般态度。然而 ,中国大陆 社会更倾向于是一种集体本位的社会 ,每一个个体都更注重于以集

体的标准为自己的标准。这样 ,在进行社会态度调查 ,询问一个人自己的态度时 ,就常常遇到

麻烦 ,被访者常常不知道自己的态度是什么 ,他们会觉得很奇怪 ,不明白为什么要他们回答满

意不满意 、赞成不赞成等 ,因为他们觉得集体的想法就是他们自己的想法 ,他们自己没有观点 ,

满意不满意他们自己也说不清 。例如 ,在某一调查场合有同村的或同单位的 A 、B 、C 、D同时

在场 ,当你询问抽样抽中的被调查者 A时 ,A会频繁地征询 B 、C 、D的意见 ,A 认为 B 、C 、D的

观点就是他的观点 , B 、C 、D也常常会代替 A回答 ,他们认为他们的观点当然是一致的 ,这毫不

奇怪 ,如果不一致倒是很奇怪的。但是 ,如果观点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 ,那么 ,这种以个体为

本位的抽样调查就失去了意义 。

第六 ,两套记录体系。笔者在基层做调查 ,在了解有关村庄和基层单位的一些基本情况

时 ,发现很多村子和基层单位都有两本账 ,两本账上所记载的有关产值 、利润等基本数据是不

一样的 。一本是应付上级领导的 ,另一本是留给自己看的 。不少基层单位之所以建立两本账

也是出于无奈 ,有些上级领导指派的任务没有完成 ,但又不能违背上级领导的指令 ,于是就专

门做了一本帐 ,上面记载的都是报告给上级单位的指标。有时候 ,基层按实际数字报上去 ,结

果 ,却又被打回来 ,说是没有完成上级指标:“不行” ,下级没有办法 ,只好按上面要求的数字报

上去。至于一些私营公司 ,则两本账的现象就更为普遍了 。个体私营公司多是雇用关系最为

亲密的亲属 、朋友当会计 ,而公司的财务多是有两笔帐 ,一笔帐是对付工商管理部门的 ,这笔帐

的经营额 、利润 、收入会比较低 ,这样可以少交税款 。另一笔是自己私下记帐用的。国有 、集体

部门的“小金库”问题 ,也属于两套记录体系的问题 。

这种比较突出的二元心理区域现象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 ?记得鲁迅先生曾经分析过 ,中

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长期由异民族统治的现象 ,人们不满于此种统治 ,但又敢怒而不敢言 ,

结果形成了对于外人一套 ,对于自己人另一套的心理现象。

笔者以为 ,中国人的家庭关系和儿童的成长环境对于形成二元心理区域也有很大影响 。

如果说西方文化是以个体为本位的 ,那么也可以说 ,中国人则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可以将家庭

视为一个小的集体)。中国人的家庭是一个整体单位 ,个人尤其是儿童 ,在这个家庭中并没有

太强的独立性。又由于人口密集 ,家庭中每一个人的独立生活空间很小 ,儿童多是与大人居住

在同一个房间 ,一般没有自己独立的居室。家庭中 ,父母对于儿童又拥有绝对的权威 ,家长干

预子女生活的事情频繁发生。比如 ,父母可以翻看儿童的笔记 、日记 ,可以搜查儿童的东西 。

儿童们由于没有自己独立的生活空间 ,在家庭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可能受到父母的干涉 ,他们

没有物品可以隐藏 ,久而久之 ,他们在心理上形成了很强的心理防线 ,把他们认为秘密的事情

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在此环境下形成了严格防范的心理二重区域。在欧美国家 ,儿童由于有

属于自己的独立生活空间 ,有自己的私人领域 ,他们没有必要将所有的秘密均保存在心底 。由

于存在严格防范的心理二重区域 ,对于深埋在心底的意愿 ,有时候想表达出来 ,但又不便于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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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表达出来 ,这样就产生了中国人特有的习惯于曲折表达意愿的方式 。

所谓“曲折表达个人意愿的方式” ,就是说 ,一件事明明是愿意的 ,但嘴上却常常说不愿意 。

比如 ,别人送了一件礼品 ,被赠者明明是想要的 ,但如果直接说“接受”就不符合中国人的做人

道德了 ,出于对这种道德的尊重 ,就表示不能接受 ,推让再三然后再接受 ,这才符合中国人的习

俗。《三国演义》里有刘备“三让徐州”的故事;民国初期 ,袁世凯想恢复帝制 、当皇帝 ,但是 ,出

于中国人的习俗 ,也是“推让再三” ,后来由于“多方一再力谏” ,才“不得不”做了皇帝。中国人

讲究“夹着尾巴做人” ,而不要过于表现自己 。中国的俗语说:出头的椽子先烂 ,有道是:“木秀

于林风必摧之 ,堆出于岸流必湍之” 。毛笔字是中国文化 ,毛笔字写得好也是讲究“藏锋” ,而不

要锋芒毕露。所以 ,按照中国的文化 ,一个人的主张不要直接提出。一个人想做某件事或想要

做领导 ,但在意愿表达上一定不要直接说出来 ,等到别人推荐你做某职位时 ,你一定要说“不

行 ,不行 ,我不行” 。这与西方人的竞选有如天壤之别。哪怕是生活上的小事 ,中国人也要谦让

几次才能接受 ,这种曲折的意愿表达方式 ,在中国人看来是一种必须的礼貌 。对于此种民俗 ,

亚瑟·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 ,称之为“拐弯抹角”的性格

(史密斯 , 1998:53),并对此做了深入的分析。

问卷调查也有类似的情况 。问卷方法是西方人发明的 ,这种通过记录下答案来反映社会

状况的方法 ,基本上是以意愿的直来直去的表达为前提的。比如 ,问一个人对于某事务同意不

同意 ,该人就选择“同意”或“不同意” ,他的回答结果就被直接用来作分析。但是 ,如上所述 ,在

中国的情况就不同了 ,由于意愿表达是曲折的 ,有时候心里明明是“不同意” ,嘴上却说“同意” 。

例如 ,本文前面讲的笔者对于移民的调查就发现了类似的情况。而如果就按记录的答案去作

分析 ,得出的岂不是与事实恰恰相反的结论?

那么 ,面对中国人心理二重区域的现象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

在此要说明 ,笔者分析中国人心理二重区域现象的本意 ,并不是说 ,在中国就不能做社会

调查 、不能做问卷调查了 。而是说 ,在中国的社会调查要符合中国人的心理习惯 。仅就笔者的

社会调查经验 ,挂一漏万地说 ,要从以下六方面入手。

第一 ,在确定研究的领域时 ,首先要考虑 ,所研究的问题是否适合于用问卷的方式调查 。

比如 ,“送礼”是中国人交往中常见的现象 ,但是 ,如果用问卷调查就不合适 。固然 ,对于那些无

关紧要的送礼或收礼 ,被访者可能会无所顾忌地谈起 ,但是 ,为求别人办重要事情而送的关键

礼品 ,收受的重要礼品 ,被访者是肯定不会说的。对于这类问题的研究 ,就要通过长期生活和

观察的方法来收集信息。一般说来 ,凡是有关政治的或社会的敏感领域 ,凡是会使被访者产生

心理压力的领域 ,都不适于采用问卷的方式做调查 。

第二 ,在根据基本假设设计问题时 ,要考虑到提问的方式应符合中国人的心理习惯 、风俗

习惯 。比如 ,中国人相互之间可以问收入 ,在火车上 ,素昧平生的旅客相互之间所最常问的两

个问题就是“您是什么单位的 ?” , “您挣多少钱 ?”。所以 ,收入是可以问的 ,当然要注意 ,被访者

回答的收入可不一定是实话。然而 ,存款是一定不能询问的 ,原因可能是因为 ,过去很长一段

时间里 ,中国人除了存款没有其他积累财富的方式 ,直到 20 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前 ,中国没有

股市 、极少私有房产 、没有私营公司 、不许土地买卖 ,结果 ,存款成了所有中国人的命根子 ,问储

蓄就是动人家的命根子。至于社会态度的问题就更要小心 ,对于宏观政策方针的评价 ,大陆民

众的“遵从性”很强 ,大多的回答会是一个模式 ,很难做出内在心理区域的回答。如此等等 ,上

文已有分析 ,此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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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对于一些不宜直接询问的问题 ,可采用间接询问的方式。比如 ,很多人不注意公共

卫生 ,常随地吐痰和乱扔杂物 ,但如果直接问:“您随地吐痰吗 ?”被访者出于好面子 ,一般都是

予以否认的 ,这种直接的询问就无法了解到真实情况。如果换一种问法:“您在街上见到过有

人随地吐痰吗?”这时 ,就会有相当比例的人回答:“经常见到”和“偶尔见到” 。这也就是说“以

毒攻毒” ,对于曲折表达态度的心态 ,采用迂回的提问方式 ,以获取真实的信息。

第四 ,问卷中的“测谎问题”有时也称作“sleeping question”(“埋伏型问题”)是必须的 。比

如 ,在询问了收入以后 ,再问一下消费的情况 。一般收入和消费之间是有一定的相关关系的 。

中国人一般是量入为出的 ,如果消费的累加超过了收入 ,那么 ,这里的收入就值得怀疑了 。除

了在问卷中设计一些“埋伏型问题”以外 ,笔者还尝试过问卷以外的测谎。比如 ,一些贫困地区

“超生”(多生孩子)现象比较严重 ,如果在问卷中询问家庭孩子数目 , “超生”家庭出于顾虑常常

不说实话 ,但在调查结束后 ,调查员提出为被调查者家庭照张“全家福“照片 ,这时就会发现实

际的孩子数多于他们在问卷中回答的数目。

第五 ,在问卷调查中 ,应该将场景 、环境因素记录下来。如前所述 ,被访者的真话和假话常

随调查场景 、环境 、在场人员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为此 ,对于场景和环境因素的记录就成为必要

的了。可以在问卷结尾处设计场景 、环境变量(variable),由调查员记录下问卷是在什么环境

下询问的 。比如 ,记录下调查在场人员 ,如果调查是由村长或居委会主任或单位书记带着 ,就

记录选项“社区领导在场” ,或者“单位领导在场”等 。将来在分析时 ,可以将社区领导在场的与

社区领导不在场的做对比分析 ,从而发现 ,环境因素对于人们的心理产生了何种影响 。

第六 ,在做数据分析和解释时 ,要考虑到说假话的因素。在完成了以上的五个步骤以后 ,

一般来说 ,数据是比较可信的了。但是 ,仍不能排除 ,两重心理区域所造成的虚假答案的可能

性。所以 ,在数据分析时 ,仍要持谨慎的态度 。发现可疑点时 ,要核对原始问卷 。这也就要求

调查员在调查时 ,除了填答问卷外 ,也要学会尽可能在问卷空白处记录下发现的可疑点 。所

以 ,此类数据的分析 ,要比其他类型的数据分析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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